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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受益于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数字普惠金融功能定位、服务对象更加多元，农村居民金融服务

可得性极大增强，为新时代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注入了动力。本文先从理论上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在提高农村居

民收入、降低城乡收入差距中的作用机制，然后运用2013—2020年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和245个地级市的

相关数据对理论假说进行了检验。研究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能够显著缩小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其中的

机制在于，数字普惠金融提高了人力资本水平，让农村居民通过金融服务可以触及更多发展机会，进一步推动城

乡收入差距不断缩小。基于以上结论，文章提出了推动数字普惠金融走深走实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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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

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要求“着力推进城乡融合和区

域协调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畅通城乡要素流

动”。造成城乡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在于驱动城乡经

济发展的各类要素投入存在巨大差异，以金融要素为

例，无论是生产方面还是生活方面，城乡金融可及

性、可得性都存在较大鸿沟，针对乡村发展特色的个

性化、定制化的金融服务较少，使得农业、农村和农

民很大程度上无法通过现代金融的资源配置、风险管

理等功能实现乡村振兴战略中产业兴旺、生活富裕等

物质方面的要求，并进一步对生态宜居、乡风文明、

治理有效等精神层面的要求形成负面影响。

近年来数字技术的普及进步不仅推动着数字产业

快速发展，也通过数字化赋能使很多传统产业实现脱

胎换骨、凤凰涅槃。金融业便是典型例证之一。传统

金融的 “嫌贫爱富”导致“金融排斥”现象比较明

显（朱超和宁恩祺，2017）[1]，城乡居民无法获得较为

公平和一致的金融服务，成为影响农村经济发展和社

会进步的桎梏。“数字化”和“普惠化”是数字普惠

金融最鲜明的特征。“数字化”说明了驱动现代金融

发展的工具和科技手段有了巨大转变。过去城乡间存

在较大发展差异，加之金融业风险管理等要求，传统

金融对广袤的农村地区和广大农民服务明显不足，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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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间金融可及性和可得性的鸿沟成为横亘在城乡资源

整合、经济发展和要素流动等方面的“大山”。但随

着移动终端、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

区块链等信息数字技术不断升级迭代，金融和科技相

结合 （Fintech） 实现金融业态脱胎换骨式发展。“普

惠化”体现了金融产品和服务的对象和边界大大拓

展。传统金融产品和服务的对象主要集中于城市，银

行贷款主要面向企业业务而非个人业务，广袤的农村

地区和广大的农民群体由于缺乏必要的抵押物而难以

获取金融产品和服务，而“普惠化”金融的立足点正

是提高包括“三农”主体在内的全社会金融服务的覆

盖面、可得性和满意度，创新贴近大众的业务模式，

延伸渠道网络的触达能力，拓展金融机构的服务边

界。显然，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可以为原来被传统金融

忽略的“三农”领域提供快捷、方便和高效的金融产

品和服务，以缩小因传统金融可得性差异导致的城乡

居民在生产、生活等方面的巨大差距。那么，近年来

中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是扩大还是缩小了城乡居民收

入差距呢？即以“数字化”和“普惠化”为特色的现

代金融服务能否在实现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任务中发

挥应有的作用？ 进一步而言，以“数字化”和“普

惠化”为特色的现代金融服务通过什么渠道影响城乡

居民收入差距？数字普惠金融只有从根本上提高“三

农”发展能力，充分激发农业、农村和农民发展的内

生动力，才能有效解决城乡收入差距问题。因此，本

文从人力资本视角切入，考察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

入差距的影响。

二、文献综述

关于金融发展与居民收入差距，Greenwood和 Jo-

vanovic （1990）[2]在借鉴库兹涅茨假说的基础上开创

性地研究了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指出金

融发展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呈倒U形，即金融发展对收

入差距的影响存在门槛效应：在金融发展的早期阶

段，低收入人群由于无法达到金融服务的门槛而无法

利用金融产品和服务获取收益，但富人则不受此限

制，其可以凭借较高水平的抵押品和信用条件，利用

金融杠杆获得投资收益，因此，在这一阶段金融发展

会拉大收入差距；而随着经济社会不断发展，低收入

群体的收入水平也逐渐提高，金融门槛逐渐降低使得

低收入群体可以获得金融服务并增加收入，进而缩小

收入差距（Banerjee 和 Newman，1993；Galor和 Zeira，

1993）[3，4]。此后学界基于多种视角对“倒 U 形”假说

进行了验证 （Kim 和 Lin， 2011； Shahbaz 和 Islam，

2011； Koçak 和 Uzay， 2019； Nguyen 等 ， 2019；

Younsi和 Bechtini，2020）[5-9]。然而仍有部分文献持相

反态度，认为金融发展和收入分配均衡化不能够同步

实现，特别是像我国这样的地区金融发展差异较大同

时又面临转型的发展中大国，地区间差异、个体间差

异和转型快慢等特征都会使得金融发展对收入分配产

生差异性影响。温涛和王煜宇 （2005）[10]发现中国金

融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具有显著的负效应。叶志强等

（2011）[11]的实证经验显示金融发展会加重我国的城乡

收入分配不均，主要表现为金融发展能够显著降低农

村居民收入。杨楠和马绰欣 （2014）[12]发现我国金融

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整体存在倒U形特征，但

地区间阶段性差异明显，Ⅰ类地区、Ⅱ类地区已处于

倒U形曲线的下降阶段，Ⅲ类地区将在 2018年进入该

阶段，而Ⅳ类地区在近 10 年内不会进入该阶段。胡

德宝和苏基溶 （2015）[13]却发现现阶段我国金融发展

与收入分配间不存在倒U形关系，同时金融发展能缩

小收入差距，有利于提高低收入家庭的相对收入。

近年来随着数字化对金融行业的影响日益加深，

数字普惠金融得以快速发展。如何对数字普惠金融这

一全新概念进行定义和衡量成为国内外学者研究的重

点话题。从目前看，国内外文献普遍从数字普惠金融

定义出发，通过挖掘多因素来构建指数对其进行衡

量。Sarma和 Pais （2011）[14]借鉴了联合国人类发展指

数（HDI）的构建方法，从金融的可得性、易得性和

银行业服务的覆盖度三个维度构建了普惠金融指数

（IFI），以此来衡量各个国家普惠金融的发展程度。郭

品和沈悦 （2015）[15]根据百度搜索引擎数据库，利用

文本挖掘的方式，从新闻中统计预先设定的原始词库

的词频，构建了互联网金融指数。李建伟 （2017）[16]

进一步从渗透性和使用效应性角度构建了我国普惠金

融发展指数。郭峰等 （2020）[17]基于蚂蚁金服的微观

数据，整理并分三期发布了 2011—2020年覆盖全国各

省、地级市和县域的“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

为我国数字普惠金融的研究提供了较为权威的量化

指标。

基于数字普惠金融衡量的研究成果，学者们进一

步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对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及

机制。徐敏和张小林（2014）[18]建立 VAR 模型分析发

现普惠金融能够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但是效果并

不明显。李建伟 （2017）[16]建立空间计量模型验证了

我国省级普惠金融发展整体上可以缩小收入分配差

距，同时还发现了二者在省域层面表现出的非完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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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的“U形”关系，并验证了省域之间存在的溢出效

应。张子豪和谭燕芝 （2018）[19]使用空间面板计量模

型揭示了数字普惠金融能有效促进城乡收入差距的缩

小，尤其是扩大金融服务覆盖范围的效应非常明显。

张贺和白钦先 （2018）[20]以城镇化率作为门槛回归变

量，发现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能够显著缩小我国城乡收

入差距，并且对于城镇化率高的地区，收敛效应更明

晰。梁双陆和刘培培 （2019）[21]使用互联网普及率作

为数字普惠金融的工具变量验证了其对城乡收入差距

的降低效果。赵丙奇 （2020）[22]使用门槛效应模型检

验发现，在经济发达地区，数字普惠金融显著促进了

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但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只有当

数字普惠金融达到较高水平时，才能有效缩小城乡收

入差距，而在低水平时其发展只会加剧城乡之间的收

入差距。熊德平和陈昱燃 （2020）[23]的研究也发现数

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具有先扩大后缩小

的转折性特征。杨彩林等 （2022）[24]通过构建空间杜

宾模型研究了农户信贷供给在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城乡

收入差距中的中介作用。张启文和田静 （2023）[25]发

现数字普惠金融能够通过提高农户信贷供给水平缩小

城乡收入差距。此外，宋晓玲 （2017）[26]、周利

（2021）[27]等的研究结果也都支持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

对我国城乡收入分配的改善效果。

目前国内也有从人力资本视角讨论数字普惠金融

与城乡收入差距的研究。徐光顺和冯林 （2022）[28]指

出随着农户人力资本投资的增加，数字普惠金融在缩

小城乡收入差距方面的效应得到显著加强。李娜

（2021）[29]分析也发现，数字普惠金融能通过促进人力

资本积累和高级化显著减少城乡收入差距。但人力资

本渠道的影响并不是一成不变和没有前置条件的，田

霖和张仕杰 （2023）[30]就指出教育水平较高的农户更

能从数字普惠金融中受益，而低教育和健康水平的农

户则难以有效利用金融服务，导致收入差距扩大。郑

展鹏等 （2023）[31]通过人力资本门槛模型揭示了数字

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的“先扩大后缩小”的

转折性特征。这些研究共同指向加强人力资本投资对

于发挥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共同富裕作用的重要性，同

时也说明了经济发展水平和收入的差异性对金融服务

的需求也存在差异性。

综上所述，大量学者针对金融发展和数字普惠金

融对收入分配的效应进行了相关研究，为进一步研究

打下了坚实基础。虽然已经有部分学者分析了数字普

惠金融对于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但本文在已有研究

基础上在如下方面进行了拓展和创新：第一，本文通

过构建嵌入人力资本和金融服务的 OLG 模型，从理

论上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缓解了农民获得金融服务

的难度，融资约束的降低有利于其开展人力资本投

资，特别是发挥企业家精神和增加创业创新相关的投

资，找到了共同富裕的治本之策；第二，实证分析

上，相较于已有研究主要采用省级面板数据，本文基

于地级市层面的面板数据，可以提供更加翔实和稳健

的结论；第三，从机制和影响渠道上来说，本文基于

人力资本视角讨论了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城乡收入差距

的理论机制，充分揭示了提升农村居民人力资本是实

现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的重要条件，为新时代乡村产

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

等目标的实现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

三、理论分析

数字普惠金融依托于数字化和信息化，不仅充分

发挥了普惠金融所具备的“普惠性”和“亲民性”特

点，也促使金融服务不断突破地域限制，服务成本大

大下降。正所谓“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解决城

乡收入差距的根本在于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实施，而

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主体正是广大农民，只有提高农

民的广义人力资本才能使其获得持续增收的“密码”。

因此，数字普惠金融提高农民收入、降低城乡收入差

距的重要机制体现在从根本上提高了农民的广义人力

资本，促进农民增收“造血”功能发挥。为了对这一

机制进行分析，本文参考周云波（2009）[32]、Knuieda

等（2014）[33]等的研究构建了一个OLG模型。

（一）生产者部门

假设生产函数为标准的Cobb-Douglas形式：

Yt = AZ α
t L1 - α

t                                （1）

其中，t为时间下标，Y为产出，L为劳动力要素，

Z为资本要素，α为资本份额。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

是，考虑到农村生产和乡村振兴实际情况，促进乡村

振兴的资本既包括人力资本也包括物质资本，扩大生

产促进农业现代化，一方面需要先进的物质资本，例

如机器设备、现代化工厂等，另一方面，也需要与之

匹配的广义人力资本，例如提高农民的现代知识储备

以及创造条件促进农民干事创业（企业家精神发挥）

等，所以我们将Z称为综合资本。假设生产部门是完

全竞争的，所以要素价格为各要素的边际产出，即：

qt = αYt
Zt

                                （2）

wt = (1 - α )Yt
L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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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q为综合资本的价格，w为劳动力要素的

工资。

（二）消费者部门

假设典型的个体一生只有青年期和老年期，代代

持续繁衍使得各期人口数量 Lt 保持不变。个体是风险

中性的，换言之不同时期消费不存在折现问题，即效

用函数为 u (ct + 1 ) = ct + 1。个体在第一期和第二期面

临的预算约束分别为：

kt + bt ≤ wt                                 （4）

ct + 1 ≤ qt + 1ϑkt + rt + 1bt                            （5）

其中，c 为消费，r 为利率，w 为总财富。k为投

资于某个“项目”的资本支出，kt ≥ 0 即资本支出一

般为正。需要指出的是，这里“项目”所需要素是较

为宽泛的，既指开设工厂所需要的物质资本，也指的

是广义人力资本，即生产技能和干事创业的动力（企

业家精神）。b为金融资本支出，如果 b为正，意味着

典型的个体为净储蓄者，b 为负则意味着个体为借贷

者，考虑到农村居民仅靠自身财富普遍难以支撑资本

投资，所以 b 一般为负。个体在第一期投资于某个

“项目”，则“项目”的收益率或者说生产率为 ϑ，并

在第二期可以以 q的价格出售，所以第二期的消费支

出主要由青年期投资收益决定。由于金融市场存在信

息不对称、代理问题等，个体投资项目面临融资约束

限制，根据 Aghion 等（2005）[34]的研究，个体面临的

融资约束为：

bt ≥ -φwt                              （6）

这里 φ ∈ [ 0，∞ )，反映融资约束程度，φ越大相

当于个体借贷余额越高，说明其面临的融资约束程度

更高。按照式 （4），kt ≤ wt - bt，可以将 w理解为个

体投资的自有资金，b为金融资本支出，即个体的外

部借贷资金，很显然，b 越大，个体面临的融资约束

程度越高。传统金融在服务个体特别是农民的过程中

主要面临信息不对称和由于成本考量向城市过度集中

的问题，很难服务于广袤的“三农”领域，而数字普

惠金融的发展恰恰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信息不对称和

金融服务过度向城市集中的现象，降低农民投资于综

合资本所面临的融资约束。具体表现在：

第一，数字普惠金融能够解决由于信息不对称导

致的金融服务成本较高的问题，让金融服务惠及包括

农民在内的广大居民。考虑到我国幅员辽阔以及农民

普遍缺乏较为稳定的抵押物，使得农村地区金融基础

设施建设成本和风险管理成本等各类运营成本较高，

因此，只有达到一定收入门槛的城市居民才可以获取

到金融服务，大部分低收入的农村群体作为“长尾客

户”被排除在传统金融服务范围之外。而数字普惠金

融通过对金融科技和数字化手段的应用，完善了电子

支付、数字货币等金融基础设施，突破了地理和物理

上的限制，满足更多应用场景的需求，降低了金融机

构的运营成本；同时，通过应用大数据挖掘、机器学

习等技术手段，金融机构可以掌握更加全面和准确的

客户信用情况，进而可以采用精准营销策略并降低由

信息不对称带来的风险成本。因此，数字普惠金融相

比于传统金融有更低的边际成本，能够有效降低金融

服务的供给门槛，惠及到曾经受到传统金融排斥的农

村居民。

第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够改变传统金融模式

下金融资源过度向城市集中的现象，降低城乡金融服

务的非均衡性。在传统金融模式下，由于城市的金融

体系更加健全完善，金融资源更加向城市集中，在金

融资源无法触及的广大乡村地区，农业发展、农村致

富和农民增收等所需要的基本金融服务都比较欠缺，

这也使得农村资源加速向城市流动，农村“空心化”

现象更加严重，金融资源并没有很好地服务“三农”

发展。但是随着数字普惠金融的推广和深化，一方

面，城市传统金融服务相对饱和，金融服务向农村下

沉的愿望比较强烈；另一方面，数字化、信息化大大

降低了金融服务获客成本，同时也使得风险管理成

本、资金成本大幅度下降，金融资源开始从城市流入

农村，支持“三农”的普惠性贷款逐步增加，农民成

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主要受益者。综上，数字普惠

金融发展有利于挖掘乡村广大的利基市场，使得农民

获得各类金融服务的可能性大大提高，有利于新时代

农民融资约束程度φ的降低。

典型的个体将会在式（4）—（6）的预算约束下

最大化其效用函数 ct + 1，经过组合该最大化问题可以

重新表述为：
max

bt

( )rt + 1 - ϑqt + 1 bt                       （7）

约束条件为：

-
μ

1 - μ
wt ≤ bt ≤ wt                          （8）

这里 μ = φ (1 + φ )，μ同 φ一样都反映融资约束

程度， μ相当于将 φ归一化，即 μ ∈ [ 0,1]。求解式

（7）可以得到最优解为分段函数：

ì

í

î

ïïïï

ïïïï

bt = wt，if rt + 1 qt + 1 > ϑ

bt =
-μwt

1 - μ
，if  rt + 1 qt + 1 < ϑ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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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发现，当 rt + 1 qt + 1 > ϑ时，个体不进行借

贷，而只有当 rt + 1 qt + 1 < ϑ时，个体进行借贷。背后

的意义也是显而易见的，即借贷资金的利率（成本）

高于资本投资的价格（收益）时，个体不会进行借贷

（加杠杆）投资，而只有资本投资收益大于资金借贷

成本时，个体的最优化选择才是进行投资。为表述方

便，我们使用 ϑ t = rt + 1 qt + 1，则全社会的综合资本的

投资总额为：

Zt + 1 = ∫
ϑ t

1

ϑkt Ltdϑ =
wt( )1 - ϑ2

t

2( )1 - μ
Lt                 （10）

长期均衡中，Lt + 1 = Lt，令人均资本 zt = Zt Lt，

则式（10）可以进一步化简为：

zt + 1 =
( )1 - α A1 α( )1 - ϑ2

t

2( )1 - μ
zt                     （11）

金融市场出清条件为：

wtϑ t -
μwt

1 - μ ( )1 - ϑ t = 0                     （12）

式 （12） 可以看成经济中财富 （储蓄） 与借贷

（投资） 正好相等。ϑ t 正好是全部人口中储蓄者和投

资者的分界线，分界线左边为储蓄者，其储蓄余额为

wtϑ t， 分 界 线 右 边 为 投 资 者 ， 其 借 贷 余 额 为
μwt

1 - μ ( )1 - ϑ t ，因此，在金融市场出清条件下二者必

然相等。进一步将式（12）进行化简，可以推出 ϑ t =

μ。为得到收入差距指标，需要先求出全社会平均消

费水平，当 ϑ t < ϑ时，个体消费为 ct = ϑ t - 1αA1 αwt - 1；

当 ϑ t > ϑ 时 ， 个 体 消 费 为 ct = (ϑ -

μϑ t - 1 )ϑ t - 1αA1 αwt - 1 / (1 - μ )，将两者加总可以得到：
-
ct

αA1 αwt - 1

= ϑ t - 1∫
0

ϑ t - 1

dϑ +
1

1 - μ ∫ϑ t - 1

1 ( )ϑ - μϑ t - 1 dϑ =

1
2 (1 - μ ) ( )ϑ2

t - 1 - 2μϑ t - 1 + 1                                       (13)

按照洛伦兹（Lorenz）曲线定义：

L ( )x = ∫
0

x ct
-
ct

dϑ =

ì

í

î

ï
ïï
ï

ï
ïï
ï
ï
ï

2 (1 - μ )ϑ t - 1 x

ϑ2
t - 1 - 2μϑ t - 1 + 1

       if 0 ≤ x < ϑ t - 1

ϑ2
t - 1 - 2μx + x2

ϑ2
t - 1 - 2μϑ t - 1 + 1

     if ϑ t - 1 ≤ x < 1

            （14）

根据基尼系数 G 与 L （x） 之间的关系，即 G =

1 - 2∫
0

1

L ( x )dx，所以基尼系数可以表示为：

G =
2ϑ3

t - 1 - 3ϑ2
t - 1 + 1

3( )ϑ2
t - 1 - 2μϑ t - 1 + 1

                         （15）

由于 ϑ t = μ，所以式（15）可以进一步表示为：

G =
-2μ2 + μ + 1

3( )μ + 1
                           （16）

将式（16）对融资约束程度μ求偏导，可以得到：

dG dμ = -2μ ( μ + 2 ) / éë
ù
û2( )μ + 1

2
< 0       （17）

综合上文分析，数字普惠金融提高农村居民金融

服务可得性，降低农民的融资约束，而融资约束降低

将导致城乡收入差距的下降。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

出如下假设：

假设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将会缩小城乡居民收

入差距。

金融服务本质上是农民通过金融杠杆来获得各类

成长机会，而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从根本上改善了

“三农”金融服务可得性，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可以

产生涓滴效应，使原来不在服务范围的广大乡村地区

和农民也获得了金融“甘露”，提高了非农就业水平

（Zhang 等，2020）[35]。因此，从机制上讲，数字普惠

金融对农民的影响主要在于提高了其收入，而收入提

高的背后则是新时代农民广义人力资本的提高。这主

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有利于

提高农民教育投资、技能投资、健康投资，为人力资

本积累奠定坚实基础。从人力资本理论可知，人力资

本是蕴含在个体身上的无形资本，既包括受教育程

度，也包含技能水平和健康水平等。数字普惠金融提

供的各种门槛低、个性化强的金融产品和服务有利于

农民加大对自身技能的投资和卫生健康支出，避免因

病致贫等问题，将金融支持与农民人力资本提高更好

地进行了关联，从而提高了农民收入。第二，数字普

惠金融发展提高了农民的创业水平，充分发挥潜藏在

广袤农村的企业家精神。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有利于完

善农村各类基础设施，为创业提供各类公共支撑平台

和丰富的农村应用场景。近年来，伴随国家号召以及

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机遇，各类返乡人员创业意愿很

高，广大新兴农民依靠数字化金融和各类数字化资源

告别了靠天吃饭，直播带货、智慧农业等新模式有效

提高了农民技能和创业水平，提高了农民收入的同时

也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Ⅱ：数字普惠金融将通过人力资本渠道降低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四、研究设计和实证模型

（一）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了由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与蚂蚁

集团组成的联合课题组负责编制的“北京大学数字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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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金融指数”（郭峰等，2020）[17]来衡量

各地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情况。我们截

取了 2013—2020年 245个地级及以上城

市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作为核心解释变

量。此外，本文涉及的人口、收入、财

政、金融和经济等宏观数据均来自

CEIC 数据库、国泰安数据库、万得数

据库、《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和各地市

统计局。

（二）变量选取和说明

1. 被解释变量。综合考虑数据可得性和合理性等

因素，本文参考王少平和欧阳志刚（2007）[36]的做法，

使用泰尔指数衡量城乡收入差距。泰尔指数由荷兰经

济学家 Theil （1967）[37]提出，他将信息论中“熵”的

概念引入到区域间收入分配差距的衡量中，可以衡量

组内差距与组间差距对于总差距的贡献程度，具有很

好的实用性。我们用 theili,t 代表第 i个地级市 t时期的

泰尔指数，计算公式如下：

theili,t = ∑
j = 1

2 yij,t

yi,t

ln ( )yij,t

yi,t

pij,t

pi,t

    （18）

其中，j=1，2分别代表城镇和农村，i代表第 i个

地级市， t代表数据年份。yij 代表 i 市的城镇 （j=1）

或农村（j=2）的总收入（人均可支配收入×常住人口

数），yi 代表 i 市的总收入。pij 代表 i 市的城镇 （j=1）

或农村 （j=2） 的人口，pi 代表 i 市的总人口。此外，

参考叶志强等 （2011）[11]的做法，用城乡人均收入比

衡量我国城乡收入差距作为用来替换泰尔指数的被解

释变量，用于稳健性检验。

2. 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本文选取了 245 个地级

以上城市的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 （difi） 作为

核心解释变量，用以衡量我国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程

度。对于机制变量人力资本 （hr），按照文献的一般

做法使用各地高等教育在校生人数与年末总人口之比

来衡量。

对于控制变量的选取，本文参照现有文献的通常

做法选取了城镇化水平、政府支出、金融发展水平、

对外开放水平、第二产业发展和第三产业发展。城镇

化水平（urban）根据杨森平等（2015）[38]的研究，利

用年末城镇人口占人口的比重来衡量。财政支出

（gov）是影响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对城乡

收入差距也有重要影响，目前一些研究认为城市偏向

性的财政再分配政策是导致我国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

重要原因 （雷根强和蔡翔，2012）[39]，也有研究认为

考虑到财政支出的公共性特征增加，地方财政支出规

模 能 够 缩 小 城 乡 收 入 差 距 （董 黎 明 和 满 清 龙 ，

2017）[40]，本文按照文献的通常做法采用地方政府预

算内财政支出与地区生产总值之比来衡量地方财政支

出水平。金融发展水平（finance）作为影响经济发展

的重要手段，也影响我国城乡收入差距，本文根据叶

志强等（2011）[11]和孙永强（2012）[41]的研究，选取金

融机构贷款余额与地区生产总值之比衡量该地区的金

融发展水平。对外开放程度（open）是影响地区经济

发展的重要变量，对外开放的城乡不平衡性和不统一

性无疑会对城乡居民收入造成差异性影响，本文使用

各地外商直接投资占 GDP 的比重来表征对外开放程

度。产业结构发展也是影响城乡经济发展的重要变

量，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规模工业化过程一定程度上

是以城镇工业化为主推进的，随着工业化逐步完成，

服务业逐步取代工业成为经济增长的驱动力。虽然工

业化主要集中于城市可能加剧城乡收入差距，但随着

工业化的完成和服务业的开启，工业和服务业反哺农

业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因此，产业结构对城乡收入差

距的影响与经济发展阶段高度相关，本文选择第二产

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second）和第三产

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third）来衡量各地

市产业结构变迁。

表 1为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为了解释方

便，同时为了防止个别变量小于 1使得取对数后出现

小于 0的情况，我们将泰尔指数、城乡收入差距以及

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三个变量加 1后再取对数。

（三）实证模型

本文参考李建伟（2017）[16]和宋晓玲（2017）[26]的

研究，构建如下面板数据回归模型：
ln (1 + theil ) i t = α + β1 ln (1 + dfiiit ) +

θ∑Xit + λ i + γ t + ε it

   （19）

其中，α为常数项，β1 为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城乡

收入差距的待估系数，为本文重点关注的系数。X为

表 1：变量含义与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泰尔指数
城乡收入差距

数字普惠金融指数
人力资本
财政支出

金融发展水平
第二产业占比
第三产业占比
城镇化水平

对外开放程度

变量符号

log1p_theil
log1p_gap
log1p_difi

hr
gov

finance
second
third
urban

fdi

样本量

1906
1954
1960
1918
1960
1946
1958
1958
1910
1824

最小值

0.004
0.799
1.073
0.000
0.056
0.101
0.107
0.185
0.061
0.000

25%

分位数
0.043
1.094
1.325
0.006
0.137
0.385
0.386
0.375
0.536
0.386

平均值

0.066
1.178
4.027
0.020
0.208
0.849
0.445
0.441
0.656
1.674

75%

分位数
0.085
1.258
5.337
0.022
0.242
1.076
0.511
0.493
0.792
2.400

最大值

0.183
1.529
5.714
0.131
1.157
9.623
0.746
0.839
1.000

12.099

标准差

0.033
0.120
1.815
0.025
0.111
0.689
0.101
0.096
0.180
1.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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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个控制变量，θ为各个控制变量的待估系数，λ i 为

城市固定效应，γ t为时点固定效应，ε it为随机扰动项。

本文采用两步法来检验数字普惠金融是否通过人力资

本来影响城乡收入差距，为此，建立如下计量模型：

hri t = α + α1 ln (1 + dfiiit ) + θ∑Xit + λ i + γ t + ε it

（20）
ln (1 + theil ) i t = α + β1 ln (1 + dfiiit ) +

β2hri t + θ∑Xit + λ i + γ t + ε it

  （21）

其中，hr为各地人力资本水平。根据两步检验结

果，在 α1 显著的基础上我们主要关注 β1 和 β2 的显著

性来判断中介效应，若 β1 和 β2 同时显著，说明人力资

本水平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影响城乡收入差距中发挥

部分中介效应，若 β1 不显著且 β2 显著，则说明人力资

本水平在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城乡收入差距中发挥全部

中介效应。

五、实证分析

（一）基准回归

本文对模型进行豪斯曼（Hausman）检验，得到

的结果为 chi2（6）=110.15（Prob>chi2=0.000），即 p 值

在 1% 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了采用随机效应模型的原

假设，因此，本文选择控制固定效应。本文同时控制

了城市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通过逐步增加解释

变量，得到的回归结果如表 2 所示。从模型 （1） 到

模型（6），随着逐步加入控制变量，数字普惠金融指

数的系数和显著性基本保持稳定，这说明数字普惠金

融发展能够显著降低城乡收入差距。具体而言，以

模型 （6） 为例，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增长 1% 将会带

动泰尔指数下降 0.036%，这就验证了本文理论分析

的结果。观察其他控制变量，我们可以发现政府财

政支出显著降低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主要原因在

于近年来我国加大了对农村地区的财政支持，以乡

村振兴战略和共同富裕战略为例，在完成历史性脱

贫任务的过程中伴随着巨大的财政支出，有效地缩

小了城乡收入差距。金融发展也是降低城乡收入差

距的重要手段，面向“三农”的支农性惠农性贷款

不断增加，金融支持“三农”发展的力度不断加大，

有效地实现了农村地区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

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等目标，为新时代乡村

振兴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

（二）稳健性分析

1. 更换被解释变量。为进一步验证该模型的稳

健性，本文还选取了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作为

被解释变量，替换原模型中的泰尔指数，构建如下

模型：
ln (1 + gap ) i t = α + β1 ln (1 + dfiiit ) +

θ∑Xit + λ i + γ t + ε it

   （22）

其中， ln (1 + gap ) it 表示城乡居民收入之比加 1

后取对数，其余变量的含义均与上文相同。

表3为逐步加入控制变量后得到的回归结果。从回

归结果看，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和政府财政支出仍然能

够显著带来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而第二产业和第三

产业比重增加却会加剧城乡收入不平等，这可能是因

为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发展将会带动大量农村人口向

城市转移，加剧农村空心化现象，造成城乡差距扩大。

2. 更换解释变量。数字普惠金融是个多维度概

念，郭峰等 （2020）[17]也是基于多方面、多角度、多

层次对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进行了衡量，他们基于数字

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 （coverage_breadth）、使用深度

（usage_depth） 以及数字化程度三个方面合成数字普

惠金融指数。由于数字化程度主要测度客户对数字化

工具（如花呗、芝麻信用、移动支付等）的掌握使用

程度，主要体现了数字化手段在金融中的应用，无法

体现嵌入数字化手段后的金融对客户投资和融资意愿

的影响，因此，我们将覆盖广度指数和使用深度指数

分别加入回归模型，分别考察其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差

异性影响，同时该数据还提供了使用深度下各个二级

指标情况，如支付 （payment）、货币基金 （mon-

etary_fund）、保险 （insurance）、投资 （investment）、

表 2：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log1p_difi

gov

finance

second

third

urban

fdi

城市
年份

_cons

N
F

调整R2

（1）
-0.0335***

（-10.809）
-0.0095***

（-3.254）

是
是

0.2395***

（15.877）
1906

334.8851
0.5885

（2）
-0.0337***

（-10.877）
-0.0088***

（-3.013）
-0.0010**

（-2.513）

是
是

0.2406***

（15.956）
1898

302.6038
0.5910

（3）
-0.0338***

（-10.896）
-0.0091***

（-3.080）
-0.0010**

（-2.556）
-0.0024

（-0.688）

是
是

0.2424***

（15.836）
1897

275.0475
0.5911

（4）
-0.0347***

（-10.729）
-0.0088***

（-2.947）
-0.0010**

（-2.569）
0.0049

（0.569）
0.0089

（0.918）

是
是

0.2393***

（15.279）
1897

252.1725
0.5910

（5）
-0.0351***

（-10.745）
-0.0087***

（-2.905）
-0.0010***

（-2.674）
0.0039

（0.443）
0.0075

（0.773）
-0.0011

（-0.923）

是
是

0.2433***

（14.983）
1897

232.8186
0.5910

（6）
-0.0360***

（-10.215）
-0.0094***

（-2.638）
-0.0017***

（-2.948）
0.0001

（0.013）
0.0031

（0.295）
-0.0005

（-0.370）
-0.0001

（-0.336）
是
是

0.2502***

（14.517）
1784

192.7601
0.5757

注：*、**和***分别代表通过了 10%、5%、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

括号内为 t统计量。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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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贷 （credit） 等各类金融工具的使用情况，我们也

将其分别代入回归模型，具体结果见表 4。

从表 4可以看出：第一，覆盖广度能显著降低城

乡居民收入差距，而使用深度能显著扩大城乡居民收

入差距。这一结论与现实情况比较相符，正如前文所

言，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产生益处的根本原因在于其

触角更广、服务对象更宽，门槛降低、普惠性增加无

疑都会使得更多的农民使用便捷的金融产品和服务。

而相比于覆盖广度，数字普惠金融的使用深度反而在

城市更强，个中缘由在于城市具有更成熟的金融设

施、更高的金融素养和更完善的金融网络等等，因而

使用深度可能更有利于城市居民增收，从

而扩大城乡收入差距。第二，从使用深度

下各个二级指标看，支付和投资能够显著

扩大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而信贷能够降低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这也是显然的，信贷

扩大更多的还是基于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

广度属性，而支付和投资更多的还是基于

数字普惠金融的使用深度属性。

3. 区域差异。我国区域间发展差距较

大，为了全面分析不同省域数字普惠金融

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差异性影响，我们

将辽宁、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江苏、

浙江、福建、广东、海南等东部沿海省份

划分为东部地区，其他省份划分为中西部

地区，具体回归结果见表 5。从表 5 结果

看，无论是泰尔指数作为被解释变量，还

是城乡收入之比作为被解释变量，数字普

惠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系数都

显著为负，且东部地区系数绝对值小于中西部地区，

这充分说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更有利于经济欠发达地

区缩小城乡差距，显示了数字普惠金融的触角能直达

传统金融所不涉及或较少涉及的欠发达地区，为经济

欠发达地区人民使用金融服务提高自身本领和建设乡

村提供支持。

4. 数字化差异。数字化发展水平是影响数字普惠

金融发展水平和层级的重要因素，数字化技术水平较

高无疑能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提供支持，促进数字普

惠金融向广度覆盖和向深度推进，从而更好地发挥数

字普惠金融的数字化、信息化特征和普惠化、亲民化

作用。郭峰等 （2020）[17]提供了各地市数字化发展指

数，我们将数字化发展指数高于平均水平的称为数字

化发展水平较高样本，而将数字化发展指数低于平均

水平的称为数字化发展水平较低样本，表 6提供了基

于数字化发展差异的分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与预

期一致，在数字化发展水平较高地区，数字普惠金融

发展更能促进城乡收入差距降低。因此，数字化程度

是影响数字普惠金融服务“三农”水平的重要因素，

加强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将新技术革命成果向农村

地区推广和应用是新时代更好地发挥普惠金融服务

“三农”作用的重要基础和条件。

（三）内生性讨论

本文认为计量结果中的内生性主要来源于变量的

选择偏差和双向因果关系。选择偏差问题体现在样本

表 3：更换被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

变量

log1p_difi

gov

finance

second

third

urban

fdi

城市
年份
_cons

（1）
-0.1068***

（-10.129）
-0.0411***

（-4.216）

是
是

1.7276

（2）
-0.1069***

（-10.110）
-0.0408***

（-4.142）
-0.0005

（-0.367）

是
是

1.7270

（3）
-0.1074***

（-10.165）
-0.0421***

（-4.241）
-0.0006

（-0.436）
-0.0116

（-0.996）

是
是

1.7359

（4）
-0.1146***

（-10.455）
-0.0390***

（-3.900）
-0.0006

（-0.474）
0.0526*

（1.813）
0.0777**

（2.418）

是
是

1.7091

（5）
-0.1159***

（-10.381）
-0.0391***

（-3.838）
-0.0008

（-0.591）
0.0465

（1.559）
0.0712**

（2.136）
-0.0030

（-0.760）

是
是

1.7249

（6）
-0.1233***

（-10.113）
-0.0482***

（-3.907）
-0.0011

（-0.572）
0.0416

（1.266）
0.0668*

（1.816）
-0.0039

（-0.883）
0.0010

（1.585）
是
是

1.7614

表 4：更换解释变量回归结果

变量

coverage_breadth

usage_depth

payment

insurance

monetary_fund

investment

credit

controls
城市
年份

_cons

N
F

调整R2

（1）
-0.0001**

（-2.473）

Yes
是
是

0.1032***

（11.280）
1784

174.4253
0.5481

（2）

0.0001***

（4.355）

Yes
是
是

0.0882***

（9.715）
1784

176.8232
0.5520

（3）

0.0001***

（6.792）

Yes
是
是

0.0882***

（9.963）
1784

181.8947
0.5598

（4）

0.0000
（1.497）

Yes
是
是

0.0964***

（10.823）
1784

173.7023
0.5470

（5）

0.0000
（1.640）

Yes
是
是

0.1379***

（11.244）
1328

98.7808
0.4129

（6）

0.0001***

（10.369）

Yes
是
是

0.0842***

（9.326）
1567

181.0291
0.5699

（7）

-0.0001***

（-2.866）
Yes
是
是

0.1030***

（11.376）
1784

174.8167
0.5488

注：因篇幅所限，控制变量简要展示，作者备索。下同。

金 融 观 察

】【 43



《金融发展研究》第5期

选择偏差和自选择偏差两方面。对于样本选择偏差，

由于该套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是基于蚂蚁金服的微观数

据，因此，部分处于农村偏远地区的村民或年长者会

因为未申请支付宝账号而无法被观测到，进而造成样

本选择偏差。对于自我选择偏差，由于个体是否选择

使用蚂蚁金服提供的金融服务的决策并非完全随机

的，而是会受到个体是否愿意接受新鲜事物、对外界

信息敏感性以及风险承受能力等因素的影响，因此，

自选择偏差问题可能对模型估计结果造成偏差

（Shaver，1998）[42]。对于双向因果关系，由于数字普

惠金融的发展本身也会受到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即

当城乡收入差距缩小时，农民的收入水平有了较大程

度的提高后，可能会对数字普惠金融服务产生更广泛

或更深层次的需求，进而倒逼其进一步发展。如此，

逆向因果将导致解释变量与误差项相关，从而造成内

生性问题。

对于上述内生性问题，本文采用工具变量 （in-

strumental variable， IV）回归来克服。对于工具变量

选取，本文参考尹志超等 （2015）[43]在研究金融知识

与创业决策问题时的做法，该文对于双向因果造成的

内生性问题，选用了居住在同一小区且处于同一收入

阶层其他邻居的平均金融知识水平作为受访者金融知

识的工具变量，原因是受访者可以通过向周围人学习

而提高自身的金融知识水平，但其他人的金融知识水

平是受访者所不能控制的，即其他人的金融知识相对

于受访者的创业决策来说可以认为是外生的。据此，

本文选取了地级市所在省份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作为

该市数字普惠金融的工具变量。具体回归结果见表 7。

从表 7来看，本文选择的工具变量不存在识别不足和

弱识别问题，同时工具变量个数为 1，为恰好识别，

这都表明选择的工具变量是恰当的。从回归结果看，

数字普惠金融仍然能够显著降低城乡收入差距，与基

准回归结果保持基本一致，进一步验证了数字普惠金

融与城乡收入差距缩小之间的因果关系。

（四）机制分析

正如前文所言，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从根本上改

善了“三农”金融服务可得性不足的问题，本质上使

得农民作为农村的主体可以通过金融杠杆来获得各类

成长机会，通过自身人力资本的提高来获得收入的提

高，进而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因此，基于人力资

本机制的检验路径就是：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提高人

力资本→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表 8 为人力资本机制的检验结果。表 8 中人力资

本 hr 为机制变量。从第（1）、（4）列汇报结果可知，

数字普惠金融对人力资本 hr 的回归系数都显著为正，

说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够显著促进人力资本提高。

第（2）、（3）、（5）、（6）列同时将人力资本、数字普

惠金融分别对城乡泰尔指数和城乡收入之比进行回

归，从结果看，数字普惠金融系数仍然显著为负，人

表 5：分区域回归结果

变量

log1p_difi

controls
城市
年份

_cons

N
F

调整R2

（1）
东部

泰尔指数
-0.0187***

（-5.456）
Yes
是
是

0.1652***

（8.243）
675

161.5487
0.7614

（2）

城乡收入之比
-0.0622***

（-5.268）
Yes
是
是

1.4028***

（20.309）
675

138.9391
0.7313

（3）
中西部

泰尔指数
-0.0410***

（-7.370）
Yes
是
是

0.2617***

（9.965）
1109

109.8985
0.5506

（4）

城乡收入之比
-0.1609***

（-8.259）
Yes
是
是

1.9269***

（20.973）
1109

71.7258
0.4263

表 6：数字化差异回归结果

变量

log1p_difi

controls
城市
年份

_cons

N
F

调整R2

（1）
数字化发展水平较低

泰尔指数
-0.0191***

（-3.364）
Yes
是
是

0.1558***

（5.256）
1069

169.0491
0.6428

（2）

城乡收入之比
-0.0411**

（-2.547）
Yes
是
是

1.3528***

（16.018）
1069

231.2203
0.7188

（3）
数字化发展水平较高

泰尔指数
-0.0201

（-3.519）***

Yes
是
是

0.2989***

（8.917）
715

17.7694
-0.0085

（4）

城乡收入之比
-0.0552

（-2.799）***

Yes
是
是

1.7880***

（15.481）
715

9.8329
-0.1805

表 7：内生性考虑（工具变量回归）

变量

log1p_difi

controls
城市
年份

_cons

N
F

调整R2

Kleibergen-Paap 

Wald rk LM
Cragg-Donald 

Wald F

（1）
log1p_theil
-0.1963***

（-5.261）
Yes
是
是

1.0296***

（5.665）
1906

15.2478
0.4139
113.695

[0.000]
117.833

[16.38]

（2）
log1p_gap
-0.4548**

（-2.429）
Yes
是
是

3.4118***

（3.742）
1954

6.1272
0.1382

229.872

[0.000]
301.963

[16.38]

（3）
log1p_theil

-0.0913
（-0.932）

Yes
是
是

0.4834
（1.130）

1784
87.7989
0.5071
113.775

[0.000]
117.923

[16.38]

（4）
log1p_gap
-1.5305***

（-3.614）
Yes
是
是

7.5186***

（4.102）
1784

33.4700
0.0496

229.762

[0.000]
301.828

[16.38]

注：方括号内数值为 Kleibergen-Paap Wald rk LM 检验统计量

的 P 值，Cragg-Donald Wald F检验中方括号内数值为 Stock-Yogo 检

验 10%水平上的临界值。Kleibergen-Paap Wald rk LM检验的零假设

是工具变量识别不足，若拒绝零假设则说明工具变量不存在识别不

足问题，Cragg-Donald Wald F 检验的零假设是工具变量为弱识别，

若拒绝零假设则说明工具变量不存在弱识别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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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资本回归系数也显著为负，这说明人力资本具有部

分中介效应，数字普惠金融发展通过提高人力资本水

平进而促进城乡收入差距不断降低，假说 2 得以

验证。

六、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先从理论上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我国

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机制，然后使用 2013—2020 年

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和 245个地级市的相关数

据，实证检验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我国城乡收入差

距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能够

显著缩小我国的城乡收入差距，并且在考虑内生性问

题和进行各类稳健性检验后，该结果依然保持稳健。

其机制在于，数字普惠金融提高了人力资本水平，促

进乡村居民收入提高，从而达到降低城乡收入差距的

效果。因此，本文认为我国数字普惠金融服务的普惠

性得到了很好的体现，不仅能够切实地提高农民的生

活质量，还让农村居民享受到了数字金融发展的红

利，使其拥有更多的发展机会，进一步推动了社会的

机会公平，降低城乡收入差距。基于上述结论，本文

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一是推进农村特色金融体系建设。推进农村特色

金融体系建设，要建设符合现代农业生产要求的金融

体系。在间接融资体系方面，传统银行可以专注于成

熟的农业产业化对象，推进农业领域工业化、产业

化，将小农经济与现代化产业体系深度链接；在保险

方面，要开发面向农业生产、储存、流通和销售等各

个环节的多品种、个性化和定制化的涉农保险，满足

各类主体风险防范需求；在衍生品方面，要充分发挥

金融衍生品在“三农”领域的积极作用，利用期货和

期权等衍生品指导生产用户和消费用户的价格预警、

套期保值，从而防止价格大幅波动、逆势波动的负面

冲击，在农业生产稳定、农村产业化和农民增收等方

面发挥积极作用。

二是要充分发挥政府的先行者角色。农

业是风险高的行业，对自然条件依赖较高。

传统金融较少涉足农村地区的主要原因还在

于风险较大和规模较小，因此，在建设农村

特色金融市场体系时政府要发挥先行者作用，

为各类市场主体提供财税、金融等政策支持。

可考虑对商业银行涉农信贷业务采取差别化

监管措施，根据“三农”特色设置不同于一

般信贷业务的监管指标及考核评价体系。积

极发展涉农信贷担保机制，以政府信用为担

保推动涉农信贷规模和质量不断提高。推动政府债券

向“三农”项目倾斜，发行乡村振兴政府专项债券，

满足农村地区涉农产业和基础设施贷款需求，并以此

为基础推动涉农金融业务风险管理更加具有针对性、

科学性，降低涉农信贷违约风险。

三是推进金融科技与金融服务深度融合。要广泛

应用金融科技推进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具体而

言，以农村特色资源为载体，加强对涉农特色产品的

研发设计，在现代金融科技指引下嵌入更多农村资源

特色，为农业产业化、乡村特色文旅休闲、康养服务

业提供全方位、全链条的金融支持；通过金融科技推

进农村资源确权和抵押担保完善，依法合规形成全方

位、多样化的农业资产抵质押融资模式，拓宽“三

农”领域投融资渠道；以信息技术为纽带开发农村特

色的供应链金融，消除金融服务各环节的信息不对称

和道德风险问题，降低信用风险。

四是提高农民金融素养，健全现代金融思维。要

协同推动农村信用体系建设，强化各领域信息互联互

享互通，建立起较为全面、使用快捷的农村特色金融

信用数据库；进一步加强农村地区金融消费权益保

护，规范金融机构产品和服务信息披露范围和相关义

务，杜绝选择性披露、误导性陈述，譬如过度宣传收

益而忽视对农民的风险提示等，增强农民的信用意识

和风险意识，培养健全的现代金融思维，增强农民使

用现代金融服务“三农”和乡村振兴的本领。

五是增强金融支持新农民发展的力度，使新农民

不断具备现代农业生产与服务所需的人力资本。政府

可以通过设立专门的农业培训贷款，为农民参加技术

培训和农业知识更新提供资金支持，帮助其掌握现代

农业技术，提高生产效率；制定专门的教育贷款计

划，为农村居民接受更高层次的教育提供资金支持，

帮助他们更好地理解市场需求和使用新技术；提供创

表 8：机制分析

变量

log1p_difi

hr

controls
城市
年份

_cons

N
F

调整R2

（1）
人力资本
0.0460***

（12.735）

Yes
是
是

-0.2045***

（-11.647）
1918

23.4212
-0.0589

（2）
泰尔指数
-0.0286***

（-8.831）
-0.1143***

（-5.383）
Yes
是
是

0.2156***

（13.792）
1897

337.9171
0.5924

（3）
城乡收入之比

-0.0930***

（-8.399）
-0.3318***

（-4.566）
Yes
是
是

1.6600***

（31.027）
1913

249.3837
0.5051

（4）
人力资本
0.0437***

（10.741）

Yes
是
是

-0.1638***

（-8.217）
1784

18.7298
-0.0106

（5）
泰尔指数
-0.0300***

（-8.295）
-0.1339***

（-6.049）
Yes
是
是

0.2277***

（13.024）
1780

185.3569
0.5843

（6）
城乡收入之比

-0.1040***

（-8.293）
-0.4206***

（-5.488）
Yes
是
是

1.6858***

（27.856）
1780

132.0300
0.48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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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贷款，鼓励农民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农村旅游和其

他增值项目，拓展农民的收入来源，促进农村经济多

元化；设立专项资金支持农业科技创新，鼓励农民采

用现代农业技术提高农业生产效益；鼓励和支持建立

农业合作社，帮助农民集体采购、销售和分享资源，

提高整体生产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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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bstract：Benefiting from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digital economy，China's digital financial inclusion has 

become more diversified in terms of its functional positioning and service targets，and the availability of financial ser-

vices for rural residents has been greatly enhanced，giving impetus to the revitalization of the countryside and common 

prosperity in the new era. This paper first theoretically analyzes the mechanism of the role of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in 

raising the income of rural residents and reducing the income ga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and then tests the the-

oretical hypotheses by applying the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index of Peking University from 2013 to 2020 and the rele-

vant data from 245 prefectural-level cities.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show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inclusive fi-

nance can significantly reduce the urban-rural income gap in China. The mechanism for this is that digital inclusive fi-

nance improves the level of human capital and allows rural residents to reach more development opportunities through 

financial services，which further contributes to the continuous narrowing of the urban-rural income gap. Finally， the 

article puts forward policy recommendations to promote digital financial inclusion in a deeper and more practical way. 

Key WordsKey Words：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human capital，urban-rural income g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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